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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提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朱承亮 杨 曼 李勃昕*

摘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本

文以2012—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在运用熵值法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采用GML生

产率指数测算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越高，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越大，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数字经济对

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且随着滞后期数增加，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

越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

东部、中部、南方地区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对西部地区存在抑制作用，对北方地区影

响不显著；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市场化水平、促进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数字化人

力资本水平等渠道提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建议从加快数字技术赋能、重视数字技术

鸿沟、培养数字转型人才等方面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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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

制造强国。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典型代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迅速发展，增加值

从 1978年的 1031.5亿元增长到 2021年 31.4万亿元，占GDP比重为 27.4%。但现阶段我国制

造业仍面临产业结构失衡、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自主创新能力弱等问题，建设制造强

国亟需探寻新的发展路径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在数字技术革命推动下，中国数

字经济发展迅猛，总体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日益凸显。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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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12年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15.9%，显著高于同期GDP平均增速。当前，数字技

术已成为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动力，但是我国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的任务依然很

重，尤其是我国实体经济供给结构和效率不适应需求升级的问题依然突出，通过数字经济带

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任重道远。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中制造业绿色化是关键。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高质量发展是让绿色成为普

遍形态，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发展（任保平，2018；刘志彪，2018）。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促

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

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做出的重

大战略抉择，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那么，数字经济是否促进了制造业绿色发展，

这是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本文基于制

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具体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二、文献综述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准确测度数字经济的重要性日渐提高。现有文献主要从国民经济

核算相关方法论、测算增加值、构建卫星账户以及编制相关指数等方面开展研究（许宪春、张

美慧，2020）。在国民经济核算相关方法论方面：贺铿（1989）结合中国实际，提出划分信息产

业的理论和编制信息产业投入产出表的方法。续继和唐琦（2019）从消费、投资、进出口三个

方面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名义产出水平核算的挑战以及数字经济对物价指数核算的挑战，对数

字经济与国民经济核算相关研究的潜在方向进行了阐述。在增加值测算方面：许宪春和张美

慧（2020）测算了中国2007—2017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和总产出等指标，测算结果表明，2017年

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53028.85亿元，占GDP比重为6.46%。蔡跃洲和牛新星（2021）基于数字

技术/ICT 渗透性、替代性、协同性特征，使用增长核算和计量分析等工具测算发现，1993—
2018 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 17.72%，2018 年达 157761.53 亿元，占全国 GDP 的

17.16%，认为数字经济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中国信通院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

部分进行测算，结果表明 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了 45.5万亿元①。鲜祖德和王天琪

（2022）测算显示我国 202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为 79637.9亿元，占GDP比重为 7.84%。

在构建卫星账户方面：杨仲山和张美慧（2019）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较为全面地构建

了数字经济卫星账户，并进一步编制了数字经济相关的静态总量指标和直接贡献指标。在编

制相关指数方面：刘军等（2020）从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和数字交易发展三个维度分解数

字经济指数，测算了 2015—2018年我国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王军等（2021）从数字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信通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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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载体、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四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应用熵

值法赋予权重，测算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剖析了数字经济的时空演变特征。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仅考虑到衡量经济发展的期望产出，还考虑到污染物排放等非期望

产出，符合绿色发展的理念（陈超凡，2016；程文先、钱学锋，2021）。涂正革和肖耿（2009）通过

构建环境生产前沿函数模型测算了中国工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认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已经

成为中国工业高速增长、污染减少的核心动力。随着生产率测算理论和方法的不断创新发

展，关于工业或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文献越来越丰富。陈诗一（2010）基于方向性

距离函数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发现正确考虑环境约束的全要

素生产率比传统不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陈超凡（2016）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及

Malmquist-Luenberger（ML）指数测算了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探究

了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为解决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结果缺乏稳定性或

与现实生产活动不相符的问题，Fukuyama和Weber（2009）等学者将Tone（2001）提出的基于松

弛变量的测度方法（SBM）与方向性距离函数相结合，发展出了非径向、非导向的基于松弛变

量的方向性距离函数（SBM-DDF）。我国学者运用此方法对工业绿色生产率开展了系列研

究，李玲和陶锋（2012）采用SBM-Luenberger方法测算了制造业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考

察了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张江雪等（2015）运用SBM-DDF方法测

算了 2007—2011年中国各省份的工业绿色增长指数，并得出东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增长指数

高于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和工业结构能够显著影响工业绿色增长等结论。何凌云和祁晓凤

（2022）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中国工业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考察了环境规制政

策与工业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有关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的研究日益丰富，魏丽莉和侯宇琦（2022）运用效率分

析、熵值法测度2011—2018年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水平，通过

面板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得到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具有促进

作用的结论。缪陆军等（2022）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

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二者间呈现倒U型关系，且数字经济发展能

够通过创新效率对碳排放产生间接影响。孙文远和周浩平（2022）基于 2011—2018年中国

26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也发现，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地方政

府竞争是数字经济影响碳排放的重要机制。Zhang等（2022）研究了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

响，认为数字经济提升了碳排放绩效，并且主要通过能源强度、能源消耗规模和城市造林等方

式产生影响。还有研究表明数字化行业也要优化生产和应用，通过控制高能耗和含碳产品的

消费，从而有效减少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Zhou et al.，2022）。
关于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研究，一类文献认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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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经济一方面能够为企业绿色产品设计等提供有效

解决方案，推动企业实现绿色制造（Lu，2018），提高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企业绿色发

展（李晓华，2019；赵宸宇等，2021），另一方面还能够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制造业向高

端发展（Goldfarb & Tucker，2019；荆文君、孙宝文，2019）。程文先和钱学锋（2021）通过实证研

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存在以制度环境和地区行业规

模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效应。另一类文献认为数字经济会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的销售额，但却不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Destefano et al.，
2018）。数字经济发展会产生虹吸效应，虽然提升了中心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却限制

了外围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周晓辉等，2021）。从数字技术与基础设施角度来看，

如果数字技术与当地基础不匹配，会产生数字技术“空心化”问题，不仅制约技术进步，还会抑

制数字技术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刘平峰、张旺，2021）。Brynjolfsson等（2017）指出对智

能技术的过度依赖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此外，信息化过度会导致资源浪费和劳动错

配，从而抑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Acemoglu & Restrepo，2018）。还有一类文献认为数字经济与

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是非线性关系。张英浩等（2022）基于 2011—2019年中国 27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

现U型关系，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阶段性特征。

通过对现有相关文献梳理发现，学界关于数字经济及其影响的研究日益丰富，但对于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定量核算及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影响尚未得到一致结

论。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考察党的十八大以来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具体影响，从理论和实证上考察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二是现有研究在分析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时，较少考察制造

业发展带来的污染等负外部性，本研究构造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在考察制造业绿色发

展水平时，考虑到了制造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非期望产出，且采用 Global Malmquist-Luen⁃
berger（GML）生产率指数测算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三、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

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符合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数字经济以数据为

生产要素，具有快捷性、智能化、网络化和直接性等特点，既能够突破地域、时间的约束，加速信

息传输，改善信息在传输过程中的失真问题（程文先、钱学锋，2021），又能够高效处理大规模数

据，快速匹配供需双方的需求，改善供需双方搜索匹配效率低的问题，还能够在最大范围内消除

信息不对称，显著降低交易成本，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数字经济

具有可持续性的特征，能够有效杜绝传统工业生产过程中对有形资源，尤其是能源的过度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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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既有生产要素重新配置，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通过节能减排减少环境污染实现制造

业绿色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关联效应”提高供应链内部的生产协作

能力，同时通过“竞争效应”加速企业内部绿色技术的创新（程文先、钱学锋，2021）。当前，企业

创新效率低下、创新产出不足是制约中国工业企业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韦庄禹，2022），而数字

技术具有的兼容性、集约性、延展性等特征能够有效提升我国企业间、产业间的信息沟通效率，

从而提升企业到产业、地区到区域的自主创新能力（赵涛等，2020）。此外，数字技术所具有的高

度智能的优点还能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有利的环境支撑和要素供给，数字经济具有的共享性

特征能够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鼓励制造业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程文先、钱学锋，

2021；周晓辉等，2021），进而实现制造业绿色发展。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1：
假说1：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数字经济条件下，新的技术范式不断推动创新范式的变革和升级（张昕蔚，2019），数字经

济能够颠覆传统制造业的研发模式，破解制造业创新链的瓶颈，推动研发力量的整合，促进技

术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制度创新焕发制造业蓬勃生机（焦勇，2020），而技术创新能够

显著促进工业绿色发展，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万伦来、朱琴，2013）。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

能够加速要素市场化进程，减少劳动力错配，为技术流动提供数据要素等，还能促进产品和服

务市场化发展，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市场的竞争力和增强市场的公平性，提高了市场配

置资源的效率。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能够减缓工业集聚导致的环境污染程度、增强环境规制强

度来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还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改变能源消费结构等渠道提升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Wei et al.，2011）。数字经济以数据为生产要素，可以提高要素之间的协同

性，拓展产业链分工边界，推动传统产业转型（杨慧梅、江璐，2021）。数字经济打破了工业经

济时代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能够持续提升工业价值创造能力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能够优化要素配置，促进生产要素流向高成长性行业，同时促进技术升级，减少污

染物排放，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人力资本提出了更高要求，能够

通过“技术互补”以及“规模扩张”效应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促进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叶永卫等，

2022）。而创新型人力资本具有创新特质，能够进行自主创新、模仿创新等，并通过上述方式

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应用以及扩散，从而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污染排放，最终提升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水平（张桅、胡艳，2020）。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2：
假说2：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提高市场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

数字化人力资本水平等渠道提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基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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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fpit = α0 + α1digit + α2Zit + μi + γt + εit （1）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gtfp 表示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dig 表示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Z 表示控制变量，μ表示省份固定效应，γ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εit 表示潜在的随

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

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学界已经运用多种方法来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编制相关指数方面，目前还没有形

成一个公认的指标体系。为较为全面地衡量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参考王军等（2021）
和潘为华等（2021）的研究，基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发展环境四

个维度，选取24个二级指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对中国30个省市区（不包括西藏和

港澳台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数字化发展环境

二级指标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网站数

移动电话基站个数

互联网域名数

网页数

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

移动电话用户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电子信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数字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软件业务收入

电信业务总量

数字产业从业人数

电子商务销售额

有电子商务企业数

企业拥有网站数

快递业务量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

R&D经费

专利授权数量

数字经济企业数量

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

单位

万个

公里

万个

万个

万个

万个

万户

万户

万户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人

亿元

个

个

万件

/
台

万元

件

个

人

属性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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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熵值法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由于选取的指标具有不同的计量单位，需要对

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使其能够横向可比，具体处理方法如下：

xij =
xij -min{xj}

max{xj}-min{xj}
（2）

其中，xij 是无量纲化后的结果，max{xj}为指标在所有年份中的最大值，min{xj}为指标在所

有年份中的最小值。在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后，运用熵值法计算每个指标的权重。

首先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

ej = -
1

ln måi = 1

m

(
xij

å
i = 1

m

xij

ln
xij

å
i = 1

m

xij

) （3）

然后计算信息熵冗余度：

dj = 1 - ej （4）
接着根据信息熵冗余度计算指标权重：

Wj =
dj

å
j = 1

m

dj

（5）

最后计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

digj =å
j = 1

m

Wj xij （6）
2. 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参考Tone（2001）和杨翔等（2015）的方法，以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为基础，构建

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生产率指数来测度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首先将第K个省份视为决策单元DMUK，需要N种投入要素 x = (x1xN)ÎR+
N ，产生M种

期望产出 y = (y1yM)ÎR+
M ，I种非期望产出 b = (b1bI)ÎR+

I ，则DMUK第 t期的投入和产

出为 (xktyktbkt) ，当期的生产可能性集表示为：

Pt(xt)={(ytbt):å
k = 1

K

zt
k yt

km  yt
km"m;å

k = 1

K

zt
kb

t
ki = bt

ki"i ;å
k = 1

K

zt
k xt

kn  xt
kn"n; }å

k = 1

K

zt
k = 1zt

k > 0"k （7）
上式中 zt

k 表示每个横截面观察值的权重。为测算GML指数，需将生产可能性集替换为全域

生产可能性集，即 PG(x)=P1(x1)P2(x2)PT (xT) ，根据数据包络分析法（DEA）表示为：

PG(x)={(ytbt):å
k = 1

K

zt
k yt

km  yt
km"m ;å

k = 1

K

zt
kb

t
ki =bt

ki"i ;å
k = 1

K

zt
k xt

kn  xt
kn"n; }å

k = 1

K

zt
k = 1zt

k > 0"k （8）
参考Fukuyama和Weber（2009）的做法，本文全局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表示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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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
V (xtytbtgxg

ygb)= max
sxs

ysb

1
Nån = 1

N sx
n

g x
n

+ 1
M + I

(å
m = 1

M s
y

m

g
y

m

+å
i = 1

I sb
i

g b
i

)

2
（9）

s.t.å
t = 1

T

å
k = 1

K

zt
k xt

km + sx
m = xt

m"m ;å
t = 1

T

å
k = 1

K

zt
k yn

k - s
y

n = yt
n"n ;å

t = 1

T

å
k = 1

K

zt
kb

t
ki + sb

i = bt
i ;

å
k = 1

K

zt
k = 1zt

k  0"k ; sx
m  0"m ; s

y

n  0"n ; sb
i  0"i

上式中，(xtytbt) 分别表示第 t 期 DMU 的投入要素、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向量，

gx、g
y
、gb 分别表示投入要素减少、期望产出增加、非期望产出减少的方向向量，sx

m、s
y

n、sb
i

分别表示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向量。

参考Oh（2010）的思路，可以依据SBM-DDF模型得出 t 到 t + 1时期的制造业GML生产率

指数：

GMLt + 1
t =

1 + SG
V (xtytbt ; g)

1 + SG
V (xt + 1yt + 1bt + 1; g)

（10）
制造业 GML 生产率指数代表的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得到 2012—

2020年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数据，本文参考陈超凡（2016）的计算方法：以2012年

为基期，设其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1，则2013年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2012年的

基期值1乘以2013年的GML指数，2014年的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2013年的制造业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乘以2014年的GML指数，以此类推，可得2012到2020年制造业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

在测算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本文选择的投入产出指标如下：投入指标包括资本、

劳动和能源投入，其中资本投入参考陈诗一（2011）的做法，运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制造业企业

资本存量，劳动投入选择制造业平均用工人数来衡量，能源投入采用制造业企业能源消费总

量来衡量，并按标准煤折合系数转换为万吨标准煤。产出指标包括正向的期望产出和负向的

非期望产出，其中期望产出使用各省份制造业工业销售产值来衡量，并换算成以2012年为基

期的实际值，非期望产出采用制造业碳排放量来衡量。

3. 控制变量

借鉴现有研究，本文控制变量包括政府支出（gov）、经济发展水平（eco）、人口密度（pop）、

外商直接投资（fdi）、城镇化水平（urb）、金融发展水平（fin）。其中，政府支出（gov）以各省份的

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将各省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换算成以 2012年为

基期的实际值，再以其对数表示经济发展水平（eco）；人口密度（pop）用每平方千米拥有人口数

的对数表示；将各省份使用外资数量换算为以人民币计价（亿元），再用换算后的使用外资量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外商直接投资（fdi）；城镇化水平（urb）用城镇人口数占总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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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来表示；金融发展水平（fin）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

（三）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市区（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数字经济

和制造业的相关数据。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以及《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

国劳动统计年鉴》等年鉴以及中国碳排放数据库，相关价值变量均以2012年为基期。在计算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部分指标2012年的缺失数据用2013年的数据进行补充，其他缺失数据

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

政府支出（gov）

经济发展水平（eco）

人口密度（pop）

外商直接投资（fdi）

城镇化水平（urb）

金融发展水平（fin）

观测值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平均值

1.088
0.137
0.253
10.888
5.471
0.53

0.597
1.478

方差

0.105
0.134
0.104
0.418
1.296
2.095
0.119
0.979

最小值

0.887
0.008
0.118
9.889
2.068
0.048
0.363
0.171

最大值

1.481
0.861
0.643
11.842
8.281
34.236
0.896
15.825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典型事实分析

图 1和图 2分别展示了 2012—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情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年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从

0.08提升至0.21；制造业绿色发展成效显著，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1.00增长至1.19。但

也看到，截至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仅为0.21，说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有待进一步提升。此外，测算结果还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总体来看，东部地区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图4展示了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散点图。可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制造业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初步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具体关系尚需采用

严格精细的计量方法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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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全国及东中西部数字经济 图2 全国及东中西部制造业绿色

发展水平趋势 全要素生产率趋势

图3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散点图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基于豪斯曼检验结果，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FE）进行回归分析，表3展示了数字经济

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准回归结果。模型（1）是在控制省份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基础

上，仅对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进行回归的结果，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在10%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后进行回归的结果，回归结

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

显著促进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升1个百分点，制造业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约提高0.44个百分点，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假说1
得到验证。

从一系列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来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eco）能显著促进制造业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提升，政府支出（gov）、人口密度（pop）、外商直接投资（fdi）、金融发展水平（fin）等对

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

72



2024年第1期

表3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dig

gov

eco

pop

fdi

fin

urb

常数项

省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gtfp
（1）

0.3534*
（0.1959）

0.9730***
（0.0161）

是

是

270
0.5882

（2）
0.4435**
（0.1968）

0.2062
（0.3789）
0.6783**
（0.2948）

-0.3963
（0.3724）

-0.0006
（0.0010）

-0.0015
（0.0012）

0.0980
（0.6951）

-4.1696
（3.4219）

是

是

270
0.6355

注：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核心结论的准确性，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更换数字经济的计算

方法，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二是运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三是缩短时

间长度。由于本文部分数据存在缺失并运用线性插值法进行了补充，因此为避免处理后的数

据对实证结果产生干扰，本文采用去掉初始年份2012年和最后一年2020年的数据后进行回

归。

表 4展示的是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其中，模型（1）
（2）（3）分别显示了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采用Tobit模型回归、去掉2012
年和2020年数据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稳健性检验结果，结果显示

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结论

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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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dig

常数项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数字经济

gtfp（1）
0.0859**
（0.0371）

-4.0426
（3.5121）

是

是

是

270
0.6400

Tobit模型

gtfp（2）
0.4435***
（0.1024）
-4.0040*
（2.2136）

是

是

是

270

去掉2012年和2020年数据

gtfp（3）
0.4636**
（0.2046）

-4.1798
（3.5754）

是

是

是

210
0.6119

（四）内生性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实证检验可能

存在遗漏变量、反向因果关系等因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为克服内生性问题，保证研究结论

的稳健性，本文通过构造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使用历史数据两种方法来识别此类问题，结果

见表5所示。表5中模型（1）展示了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一期为工具变量时，使用两阶段

最小二乘估计（2SLS）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内生性检验的结果。参考赵涛等

（2020）的做法，使用 1998年各省份拥有电话机数量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量的乘积这

一历史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见表5中的模型（2）。回归结果均显示，不存

在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识别问题，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结论，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

助于提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表5 内生性检验

变量

dig

常数项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Kleibergen-Paap rk LM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样本量

R2

数字经济滞后一期为工具变量

gtfp（1）
0.4234***
（0.1147）

-4.1380
（2.5255）

是

是

是

23.959
［0.0000］
2341.859
｛16.38｝

240
0.7812

使用历史数据构造工具变量

gtfp（2）
0.3794***
（0.1317）
-4.4770**
（2.2648）

是

是

是

28.211
［0.0000］

138.513
｛16.38｝

270
0.7650

注：中括号内数值是统计检验的p值；大括号内数值是Stock-Yogo弱工具变量检验10%水平的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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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位数回归

上述基准回归模型主要测度了数字经济在均值期间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为全面分析数字经济对其条件分布的影响，准确评价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

布的尾部特征，本文进一步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别估计在 0.10、0.25、0.50、0.75
和0.90这5个分位点上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在不同的分位点

上回归系数不同则表明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对不同水平的被解释变量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影响不同，回归系数越大，影响越大。

表 6的（1）到（5）列展示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分位数回归结果。结

果显示，在 0.10、0.25、0.50、0.75、0.90 分位点上，数字经济回归系数分别为 0.1500、0.3866、
0.2584、0.4759、0.2714，且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具有不同分位的正向影响。在分位点0.10到0.75的过程中，数字经济回归系数呈增大趋

势，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在0.75分位点时，数字经

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达到最强，而在0.90分位点时，数字经济回归系数略

有下降。上述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的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下，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即当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低和

较高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其的促进作用低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处于较为居中

的状态。因此，想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保持制造

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一个合理的水平。

表6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dig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样本量

gtfp
（1）

0.10分位点

0.1500***
（0.0107）

是

是

是

270

（2）
0.25分位点

0.3866***
（0.0204）

是

是

是

270

（3）
0.50分位点

0.2584***
（0.0120）

是

是

是

270

（4）
0.75分位点

0.4759***
（0.0249）

是

是

是

270

（5）
0.90分位点

0.2714***
（0.0126）

是

是

是

270

（六）区域异质性检验

当前，数字鸿沟现象普遍存在，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数字化基础不同，发展差异明

显，为此本部分从东中西部和南北地区分别考察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异质性。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综合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设施等存在较大差异，工

业发展也不平衡，东部地区部分省份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而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的省份

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黄群慧，2018），这些可能导致数字经济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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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表 7中（1）—（3）列展示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东中西部区域差异。可见，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

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东部和中部地区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对

西部地区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存在抑制作用。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

施不完善、数字技术发展相对落后，且制造业发展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制造业绿色发展水平

有限，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字经济对西部地区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的实

施，全国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南北方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许宪春等，2021）。本文参考许宪

春等（2021）对经济地理的划分标准，将全国30个省市区划分为南北方地区，探究数字经济发

展对南北方地区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见表7。可见，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来看，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南方地区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对

北方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相比北方地区而言，南方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完善，长

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吸引了大量高技能人才和资本，

显著支撑了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

表7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区域差异

变量

dig

常数项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gtfp
东部（1）

0.7460***
（0.1251）

-1.0997
（3.2599）

是

是

是

108
0.7636

中部（2）
3.9922***
（0.5530）
11.5082***
（3.8132）

是

是

是

81
0.8143

西部（3）
-0.7170**
（0.3410）

-5.5307
（5.2279）

是

是

是

81
0.7607

gtfp
北方（4）
0.7531

（0.5267）
-12.6403***
（3.6596）

是

是

是

135
0.6360

南方（5）
0.3632*

（0.1725）
-3.0149

（7.6730）
是

是

是

135
0.8077

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市区；中

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市区；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

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9个省市区。南方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

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15个省市区；北方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

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5个省市区。

（七）滞后性分析

为探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滞后效应，同时考虑到本文所使用的

数据时间序列长度，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做了滞后一年、滞后两年、滞后三年和滞后四年的处

理，回归结果见表8所示。可见，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滞后

效应，且随着滞后期数的不断增加，数字经济回归系数也越来越大，意味着数字经济能够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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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间内持续显著促进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

提升信息的传播速度、扩展信息的传播范围，从而推动技术创新，提升技术的溢出效应，因此，

数字经济是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

表8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滞后效应

变量

L.dig
L2.dig
L3.dig
L4.dig
常数项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R2

gtfp
（1）0.4500*

（0.2226）

-4.7271
（3.5313）

是
是
是2400.6105

（2）

0.5660**
（0.2706）

-3.1781
（4.4358）

是
是
是2100.5765

（3）

0.7163**
（0.3351）

0.6544
（5.4962）

是
是
是1800.5216

（4）

0.7199*
（0.3753）4.3639
（6.5214）

是
是
是1500.4761

（八）分指标回归

为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各个一级指标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

分别做了数字基础设施（digA）、数字产业化（digB）、产业数字化（digC）以及数字化发展环境

（digD）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结果见表 9所示。回归结果表明，一级指标数字

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发展环境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提升，其中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化的回归系数更大，分别为0.4163和0.4250，表明当前

阶段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提升数字产业化水平更有利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表9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一级指标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变量

digA

digB

digC

digD

常数项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gtfp
（1）

0.4163*
（0.2130）

-4.3880
（3.5310）

是
是
是

270
0.6351

（2）

0.4250***
（0.1477）

-4.2727
（3.2166）

是
是
是

270
0.6362

（3）

0.2442*
（0.1392）

-5.4208
（3.4007）

是
是
是

270
0.6203

（4）

0.2704**
（0.1097）

-5.1411
（3.5129）

是
是
是

270
0.6303

77



六、关于作用机制的进一步探讨

上述系列检验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那么数字经

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是否通过技术创新、市场化水平、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数字化人力资本水平等渠道进行传导的，需要进一步进行回归验证。根据理论分析和研

究假说，本文以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作为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以樊纲等（2010）构建的市场

化指数作为市场化水平的代理变量，以泰尔指数作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代理变量，以城镇

单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作为数字化人力资本水平代理变量检验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结果见表10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提高市场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

升数字化人力资本水平等渠道提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假说2得到验证。从回归系数

来看，数字化人力资本水平的回归系数最大，为7.6177，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其次为市场化

水平的回归系数，为4.3353，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二者明显高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

的回归系数，意味着数字经济发展对数字化相关人员的需求更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能够

带来创新以提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数据等要素资源流

动，加速了要素市场化进程，提高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从而显著提升了制造业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水平。

表10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机制检验

变量

dig

常数项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gtfp
技术创新

0.0101**
（0.0043）

-0.1610
（0.1176）

是

是

是

270
0.6522

市场化水平

4.3353***
（1.4493）

15.1369
（19.6429）

是

是

是

270
0.5391

产业结构升级

0.3731**
（0.1672）
15.8780***
（2.3098）

是

是

是

270
0.8854

数字化人力资本水平

7.6177***
（1.0440）

-3.5324
（10.5540）

是

是

是

270
0.8461

七、结论和建议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是建设现

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典型代表，为探究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

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以2012—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在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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熵值法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采用GML生产率指数测算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

上，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

提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

进作用越大，越能推动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数字经济对制造

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且随着滞后期数增加，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越大；

从区域异质性来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

能够显著提升东部、中部、南方地区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对西部地区存在抑制作用，

对北方地区影响不显著；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市场化水平、促进技术创新、促

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数字化人力资本水平等渠道提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对进一步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一是加快数字技术赋能，全面推动智能制造。当前，我国传统制造业面临资源约束趋紧、

竞争优势不足等较大挑战，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因此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新工业革命趋势、提升工业现代化水平、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必然要求。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等数字技术与制造全过程、全要素深度融合，大力推进制造企业智改数转网联。精准摸清制

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以及痛点难点，综合采用需求侧开放场景、供需“揭榜挂帅”联合

攻关、培育优质解决方案和服务商等方式，强化供需对接，不断提升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效率。

二是重视数字技术鸿沟，分类推进数字转型。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区

域差异，东部明显优于中西部，实证结果也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也存在明显区域差异，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东部、南方地区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对

西部地区存在抑制作用，对北方地区影响不显著。这意味着，一方面需要高度重视西部和北

方地区数字化发展，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化人才工作，不断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根基；

另一方面不同地区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分类施策，对于西部和北方地区制造业企业数字

化转型，需要充分发挥深耕细分领域专业服务商团队的作用，加快制造业企业关键业务数字

化普及，对于东部和南方地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鼓励数字化基础较好的企业加快

向智能化方向升级，为全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树立典型标杆。

三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培养数字转型人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提

高市场化水平、提高数字化人力资本水平等渠道提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当前制

造业发展现状，亟待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规定，大力破除各种市场准入

的显性和隐性壁垒，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基础制度规则，为建设全国

统一大市场提供制度保障，促进数据等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加大对制造业技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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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资金支持力度，落实制造企业关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财税政策，鼓励制造企业加大研发

经费投入力度，打造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强化制造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面向制

造业领域培养一批数字化转型人才，加强制造业企业员工数字业务培训，不断提高企业员工

数字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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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oted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Manufacturing?

Zhu Chenglianga , Yang Manb, Li Boxinc

(a：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and Techn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Economics School,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substantial economy is a major strategic choice

for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2 to 2020, this paper uses entropy method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uses GML productivity index to measure the green TFP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t analyz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green TFP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green TFP of the manufactur-

ing industry. The conclusion is robust, that is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the greater its role

in promoting the green TFP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green TFP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a lag effect, and as the lag period increases,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becomes greater.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green TFP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hibit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green TFP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east-

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regions, but it has a restraining effect o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northern region. The digital economy enhances the green TFP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rough channels

such as improving marketization level,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mo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digital human capital. The paper suggests accelera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up-

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y accelerating the empower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emphasizing the digital

technology gap, and cultiva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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